
给银行改革打 60 分

文：吴卫军（发表于 2006 年 7 月 10 日《财经》）

本轮银行改革主要是外部引导的改革，一些根本性的利益关系并没有触动。今后的改

革重点应是加强营运重组，达到良好公司治理的目标

早在 2002 年底，中国银行的审计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即提出了在三大关

键领域的“银行改革路线图”，旨在为改革工作提供基准参考。

这三个领域，是指财务报告的转型、财务重组和营运重组。财务报告的转型，指

的是采用新会计准则编制法定财务报表，确认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等

工作；财务重组，指的是完成不良资产处置、资本化改造和上市的过程；营运重组则

涉及更为实质的内容，包括重新设计业务规划和战略、对组织结构框架和业务流程进

行重组，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将近四年之后，随着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和 A 股的上市，中国的银行业改革的第

一阶段打了非常漂亮的一仗。然而，如果给完成赴港上市的银行打分的话，我认为最

多只能打 60 分。因为中国的银行们在政府资助为主导的财务重组和清理资产负债表后，

尚没有经历过一个经济周期，尚没有充分的历史经验证明他们能够真正摆脱重走“大

发展－大不良－大剥离”的老路。但至少有一点，“大剥离”的优惠待遇再也不会有

了，这些上市银行必须面对用股本/资本抵御不良资产的资本监管要求。

因此，这些上市商业银行已被推上了深化改革的不归路。

目前从定价上来看，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几乎比肩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但是在

内在素质上究竟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改变？要维持住股东的这种期望，中国的银行还需

要更为深入的改革。此次银行改革主要是外部引导的改革，一些根本性的利益关系并

没有触动。重新审视前述的银行改革路线图，国有商业银行完成的只是会计和财务上

的重组，今后的改革重点应是加强营运重组，达到良好公司治理的目标。

财务重组至关重要

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会计和财务重组过程中，对财务状况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尽

职调查和审计，摸清了家底并进行了注资重组，解决了历史上诸多悬而未决或不规范

的问题，使其财务报表向国际会计准则看齐。

首先，以中国银行为例，如何处理 1999 年剥离到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 2000 多亿

元资产？当时的剥离，是由东方资产发行企业债券以面值收购这些不良资产。但问题

是，未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很可能无法还本付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如果不

能确认这一点，东方资产发行的企业债券就不能按照优质资产计算，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甚至要以特殊目的实体的形式并表到中国银行



特种国债记在银行账上，其利息事实上又以专项上缴的形式返还财政。2004 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这一空转的特种国债修正成普通国债，利率为 2.25％，最终使得这一部

分资本金做实。

第三，妥善地处理了员工福利负债。对于员工福利负债会计上有两种形式，一种

是中国银行原有的方式，即所谓“设定收益计划”，其基本结构是“较低退休工资+补

充退休福利”；要维持固定的福利水准，这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另一种形

式是“设定付款计划”，即给予固定的供款费用。最终，中国银行对员工福利制度进

行了改革，采用了后一方式，通过企业年金计划确定未来的员工福利费用，斩断了设

定收益计划给银行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四，递延税资产确认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利用经营利润消化不良资

产，因此缴纳所得税很有限。税务优惠成了隐形的改革补贴。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目

的，是重新确认银行的正常纳税人地位，包括对今后的不良资产核销是否可以在税前

抵扣等关键的税务政策问题予以清晰规范。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对不良资产的核销规

范是不同的，通常在不良资产的税前抵扣时间上存在差异，税前抵扣的调整时间通常

递延，迟于会计处理上确认不良资产的时间。因此，由于准备金可以在未来进行税务

抵扣，在财务会计报表上计提的不良资产准备金，可以确认相关的递延税资产。

此外，通过财务重组，中国银行也对诸如剥离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

中国银行与汇金签署的外汇期权交易等资产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计算了公允价值，使其

符合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夯实的资产负债表，是中国银行进入资本市场最重要的

信心保证。

公司治理挑战重重

就公司治理而言，其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是董事会的成员组成和董事

会的有效运作；二是公司战略。公司治理关注的应该是战略方向，以及如何在战略上

与企业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三是风险管理，提升收集向前看的风险信息及规范内部控

制和权力约束的能力；四是持续有效的高质量及透明的信息披露；五是体现企业社会

责任。现在对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公司治理的上述方面存在着诸多需要提升和

改善的地方。

首先，是应加强董事会的有效性。董事会是银行治理的最终责任人。要加强公司

治理，必须提高董事会的有效性。目前上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运作时间比较短，董事

会文化正在逐步形成，与管理层沟通与交往亦需磨合。双方的信任关系有待检验。

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的构成有许多独特性。例如，来自国内国外的股权董事、

国际独立董事和代表管理层的执行董事，这三个组成部分有各自关注的利益中心。董

事会的运作形式是“会”。在董事会召开的有限时间里，有的董事太注重一些小问题，

忘了大局面；有的董事水土不服，提出的建议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有的董事仅关

注一个类别股东的利益，忘记了董事的责任首先是对公司，其后才是对股东的。

当然，管理层也不习惯有董事会在上面监督。对召开董事会准备不充分，向董事

会提供的管理信息不适合董事会作出决策等，这些问题是双向的。管理层渴望董事会



给予战略指导，给予教练鼓励，但有时得不到这种经验的传输；而董事会成员也很有

挫败感，没有信息监督管理层的工作，所讨论的问题可能都是新冒出来的问题，他们

没有准备。因此，我建议银行的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必须每年对自己职能的有效

性进行评估，在给管理层打分的同时也给董事会打分，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努力提升

其有效性。

第二，是在公司治理架构上，要加强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平衡。目前要鼓励的是，

更多优秀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进入董事会。我认为美国的董事会形式，即大部分由非

执行董事担任，与管理层比较独立且保持一定距离的董事会形式，尚不适合中国国有

商业银行的管理。中国的商业银行管理需要有银行管理经验的人才进入董事会；要鼓

励和支持银行家正在进行的艰苦卓越的改革，董事会需要更多起到教练的作用，而不

是批评家俱乐部。

第三，是执行稳健和一致的会计政策。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最大趋势，就是从历

史成本会计走向市值会计。在国际会计准则下，大部分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呈报都是基

于公允价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 95％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在当前的市场中都有公

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下对相当一部分金融资产都需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如果不

以公允价值核算，就可能出现资产负债表与现行的市场价值不相符的情况。传统会计

走历史成本的道路，对于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差别部分不进行会计调整，在资产负

债表中留有水分。我们不能允许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再有机会隐藏不良资产。

第四，是风险管理。在中国，风险管理和“问责”联系得很紧；而“问责”变成

了打屁股，谁放的贷款坏了，谁就有可能被问责甚至开除。事实上，问责制到了超定

性的程度是不对的。作为问责制，应该是银行设定一个风险防范目标，通过一系列风

险控制原则，把风险控制在设定的范围内，然后在承受一定的风险水平下赚取利润。

如果简单地把“问责”等同于不能发放一笔坏账，那银行就寸步难行了。风险管理是

全行范围的，包括从市场风险到营运风险、信贷风险、名誉风险、操作风险，必须在

风险和报酬之间寻找平衡。

最后，要持续加强银行监管。改革完成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可以撤销，

但银行监管必须加强。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在正常的银行经营轨道上改造营运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保持符合商业原则的资产负债表，都将是银行监管的责任。

另外，银行监管包括母公司监管。股东或控股公司在银行的经营行为上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国际上，银行监管不仅限于有银行牌照单位的监管，银行控股公司也

纳入银行监管的范围，这一点是值得中国监管当局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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